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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夫：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之困
惑

张黎夫

 
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之困惑

 
张黎夫（长江大学　政法系，湖北　荆州　434100 ）

 
【内容提要】乔纳斯的责任伦理是针对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伦理中的责任是一种预防性责
任，或前瞻性，或关护性责任，是一种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这种对责任概念的新的诠释正
是乔纳斯的创新之所在，但也恰恰是这种创新，为责任伦理带来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
困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责任主体悬置；科技后果的难以预
测性使责任伦理的“积极指导”可能受挫；缺乏可靠的责任主管和相应的制裁机制，难以发挥
实际作用；对特定的价值规范或终极价值目标缺乏严密的论证，使其理论根基不牢。
 
【关 键 词】科技时代/责任伦理/困惑
 

1945年6月16日，也就是在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前夕，原子科学家在给美国战争委员会

的报告中称：“过去，科学家可以不对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无私的发现负直接责任。现在，我
们感到不得不去采取更主动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发展核能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充满了危险，
它远比以往所有发明带来的危险都要大。”[1](p79)科学家们的预言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

部分科学家们的觉醒并没有阻止灾难的发生，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让近20万日本人的生命

顿时烟消云散。但这次事件给人类的教训是深刻的，科学技术开始进入伦理学的视野，科学技
术也越来越走向人文自觉。正如斯蒂芬—安格所言：“过去，工程伦理学主要关心是否把工作
做好了，而今天是考虑我们是否做了好的工作。”[1](p86)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伦理考量由

职业—任务责任转向社会责任，由事后责任转向事前责任或前瞻性责任，而这种转向是与乔纳
斯的开创性工作分不开的。

 
一、责任伦理是科技时代的伦理

    众所周知，只是自二战以来，社会责任才在科学与学术界频繁出现。但责任(responsibility)这
一用语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最早出现在杰里米一本瑟姆的“论统治”（1776年）残篇中，文中

把“统治者的责任”描述为自我权利，即“对他行使权力的每一行动”的公众责任。也就是
说，责任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权力作为对他人的影响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必
然会对他人的利益造成影响，权力行使者必须对这种影响负责。权力越大，影响就可能越大，
因此，我们常有权利与责任对等的说法。无限权力就会带来无限责任，而有限权力带来有限责
任，这是我们判断责任大小的基本原则。因此，责任总是与力量联系在一起，正如乔纳斯所
言，“责任仅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1](p101)
    当科学技术作用的范围狭小，或者人们并不太重视这种作用时，对科学家谈社会责任，就会

有点不合时宜。反之，如果科技的力量强大起来，并使人们都能感觉到这种压力时，不谈科学
家的社会责任则就变得不合时宜了。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并为人们所认同只是近代的
事，特别是18世纪科学、技术与工业联姻之后。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一直是沉浸在

享受科技所带来的物质丰裕的喜悦之中，即使有卢梭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卢梭也不得不承认，
科技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上的好处，即“生活日益舒适、工艺日臻完美、奢侈开始流
行”[2](p615)，并且他也只是谈到了科技对道德败坏的作用，而没有看出科技对人们物质生活

的不利影响，就更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会有这种先见之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大众的角度
来看，如果说科学家们有什么社会责任的话，那就是加快科技的发展。然而，随
着1945年8月6日和9日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响，科技的美丽神话被击破。人们不得不正视



这样的现实：科技的生产力同科技的破坏力一样的强大。更可怕的是我们还没有一套有效的手
段去控制这种破坏力，不仅缺乏相应的法律手段，甚至连基本的道德约束都捉襟见肘。如同乔
纳斯说的：“现代技术已经引入有如此新颖规模的行动、目的和结果，以致从前的伦理学不能
将它们统统包容进来。从前的伦理学不必考虑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和遥远的未来，甚至种族的
存在。现在关键是需要给义务和权利下一个新的定义。先前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对此甚至没有
提供原则，别说现成的学说了。”[1](p101)因此，科技时代需要新的伦理原则和新的伦理学，

乔纳斯认为这种新的伦理学可称之为责任伦理，它必须以责任意识为核心，它要求“我们对自
己进行自愿的责任限制，不允许我们已经变得如此巨大的力量最终摧毁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
后代）。”[3](p112)

十分明显，乔纳斯的责任伦理是针对科技时代的伦理。因此，甘绍平博士将责任伦理界定
为科技时代的伦理是十分切题的。在责任伦理中的责任意识不同于旧的责任意识：旧的责任模
式是聚合性的，以个体行为为导向；而新的责任模式则是发散性的，以许多行为者参与的合作
活动为导向。旧的责任模式代表着一种事后责任，它专注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一种消极性的
责任追究。新的责任模式代表着一种事先责任，以未来要做的事情为导向，是一种积极性的行
为指导。旧的责任模式倾向于将责任划归为法律责任，而新的责任模式中却没有法律责
任。[3](p113)因此，责任伦理中的责任是一种预防性责任，或前瞻性，或关护性责任，是一种

道德责任而非法律责任，这种对责任概念的新的诠释正是乔纳斯的创新之所在，但也恰恰是这
种创新，为责任伦理带来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

 
二、责任伦理面临的困惑

按照伦克给责任的定义：某人／为了某事／在某一主管面前／根据某项标准／在某一行为
范围内负责。甘绍平将责任分解为五大要素：某人是指行为主体，即责任主体，是那些具备自
由意志，并对道德规则和自己的行为后果拥有最起码的认知能力的行为主体，他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团体；某事是指行为对象（人或物或事件或任务）及行为后果；在某一主管面前是指
通过评判与制裁的方式为责任主体责任的履行提供有效保障的责任的监督机制，包括内在法庭
（良心）和外在法庭（社会监督体制）；根据某项标准是指分析行为主体所处的具体情境，行
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在下述情况中必须承担责任，即(1)该后果是由自己的行为直接引起

的，(2)该行为与自己的行为有着某种关联，(3)该后果是可以预见的，(4)该行为本来是可以避

免的；在某一行为范围内是指相应的行为与责任领域。根据对责任的这种理解，结合以上对乔
纳斯新责任意识的认识，我们认为，责任伦理至少面临着以下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
    第一，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使责任主体悬置。与古代科学作为个人的爱好和精神消

遣，并排斥科学知识的生产应用不同，现代科技活动不仅是一种职业活动，而且往往是一种集
体活动，并且总是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这就使科技活动的主体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影响科技活动后果的不仅包括科技工作者，也包括非科技工作者，如企业、政府、消费者等
等。这从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案例中可以得到较好的说明，参与此活动的不仅有奥本海
默、费米等科学家，也有格罗夫斯等军界强硬人物，还有杜邦公司，当然更与美国政府直接相
关，甚至民众的无知与默许，当然有许多民众的支持，也对此事产生着影响。[4](p25)但是除

了一些科学家有过事中和事后的忏悔外，当时并没有看到企业、政府、一般民众，甚至是人文
科学家们表达过自己的罪责，后来人们只是一股脑地将责任全部推给科学家，这显然是有失公
平的，就连一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诺奖获得者布里奇曼教授也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劝
告科学家们别承担“轻率强加的责任，这种承担对我来说有过多的让步的味道，并且也是缺乏
自重的。”[5](p267)事实是以西拉德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的强烈责任心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的行

为。因此，正如巴伯所言：“科学是与社会的其余部分不断地互动以产生这些后果”，[5]
(p268)“科学及其后果太重要了，以至并不依赖科学家。”[5](p269)如果大家都有格耻之心，

是不是就能避免科技之恶呢？事实可能并不如此。有人曾经做过实验：如果甲先生遇到车祸受
了伤，恰巧乙先生一人在场，则乙先生就会立即去援救。而如果当时有许多人在场，则人越多
便越没有人来帮忙。因为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帮助，但同时也感到别人也有这种责任，
这样自己的责任便由于别人的责任的存在而被遮蔽起来，并会形成一种法（何况责任伦理中的
责任只是一种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呢)不责众的效果。所以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往往使责任主体悬置，形成谁都有责任，但谁都不负责任的可悲格局。
    第二，科技后果的难以预测性使责任伦理的“积极指导”可能受挫。我们知道，责任伦理是

一种前瞻性伦理，它不仅要求以行为后果为导向，而且还要求以它为基础。但科技后果的难以



预测性使这种基础并不牢固。例如，原子科学直接依赖于伦琴的X射线的发现，然而没有人能

从他的研究（大约发生于1900年）中预计到后来原子能所具有的那种威力，包括好的和坏的。

并且，科学发现越基础，它所具有的直接与间接后果的数量很可能越多，预言其各种各样的好
效果和坏效果就越困难，即使我们能偶尔地预测到了它在将来的好效果，但我们并不能担保在
将来的将来，它不会变成坏效果。比如，我们在使用氟里昂做冷媒时，并不是科学家们没有进
行风险预测，他们也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了氟里昂的稳定性能比其他媒质要好，并认为不可能
造成环境污染，但结果是氟里昂在南极上空捅了个大窟窿，给科学家们开了个悲剧式的玩笑。
之所以如此，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之外，科学技术的后果是通过与环境（包括自
然环境、人工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的相互作用才产生的，而这个作用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持
续的过程，不仅新的因素会不断地闯入，而且前面的过程会对后面的过程产生影响，其间的复
杂性是我们根本无法确知的，所以我们好心办成好事和好心办成坏事的概率可能是一样的。因
此，责任伦理所展望的那种“积极指导”总是在不断地受挫折，其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求
解之怪圈。[6](p97)甘绍平在驳斥维兰德对责任伦理的质疑时说：“人类的未来确有不可预测

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类整体继续不负责任地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那么人类就根本没
有未来，这一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测的。而一旦出现了这一后果，那一切就都晚矣，这一灾难性
的后果绝无挽回的可能性，这一点也是完全可以预测的。”[3](p129)但甘绍平忽略了这样一个

事实，就是任何技术都具有反自然、反人道的一面，只要我们还在进行技术活动，就有可能是
在“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除非我们彻底放弃技术（其实如果我们放弃了技术，我们的生存
基础也可能没有了保障，因为人从本质上看他就是一个技术的动物）。
    第三，责任伦理一方面不相信良知，一方面又排斥法律，使它失去了可靠的责任主管和相应

的制裁机制，从而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伦克认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反对良知本身，但
良知伦理本身却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因为它仅局限于道德感受，而对责任却一无所知。[3]
(p102)他也认为，道德比法律更细腻、更敏感。[3](p113)我们暂时不去追究良知是否真的对责

任一无所知，仅仅是一种道德感受；也不去追究比法律更细腻、更敏感的道德是不是以良知为
根基的道德感受。我们关注的是如果放弃了良知和法律，责任伦理到底能做些什么？正如维兰
德所分析的，伦理学之所以叫伦理学，就是因为它缺乏制裁机制，伦理决不能保证其规范得到
遵守。而专门针对科技后果的责任伦理学，一方面反复陈述科技后果的灾难性情形，一方面却
将之委于毫无制裁机制的责任意识，它真的能承受这种科技灾难之重吗？霍曼认为，没有监控
与制裁，道德起不了作用。事实也确实如此，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社会
是完全由道德来维持秩序的，不仅过去没有，我认为将来也不会有。此外，维兰德认为责任伦
理学家常讲为未来或历史负责，但未来因为还未到来，而历史已经过去，所以它们都不可能对
现在实施实际的制裁，这种分析也是十分中肯的。那么，责任伦理究竟能做些什么呢？甘绍平
对此的分析是非常精辟的。他认为，“责任伦理的提出，完全是为了应对科技发展的后果对人
类的持续生存所形成的巨大威胁，它试图借助于责任原则，唤起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主体的危
机意识，从而为防止人类的共同灾难的出现寻找一条出路。因此，在责任伦理这里，对实际问
题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伦理规范的严密论证方面的理论兴趣。”但我要补充的是，正是这
种“理论兴趣”的不足，特别是由此引起的对伦理规范的论证的不足，使它对实际问题的求解
能力大打了折扣。
    第四，责任伦理最大的理论困惑，就是维兰德所说的，在责任伦理学里看不到从内容的意义

上对特定的价值规范或终极价值目标进行论证。维兰德正确地指出，责任伦理学要求以行为后
果为导向，然而人们在权衡行为后果是否可接受时，总是需要依据一定的价值规范或一个终极
的价值目标，这实际上是为负责任的行为提供尺度和前提，但责任伦理学并没有也没有打算对
内容上特定的价值规范或一个终极的价值目标进行论证。也就是说，行为主体只知道应对其行
为后果负责，但他却不知道到底如何去做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3](p132)为了弥补乔纳斯在理

论上的一些缺陷，伦克为行为主体的选择提供了优先秩序原则。不过这个优先秩序原则也是比
较模糊，难以实际操作的。比如，第一条原则是当事人的道德权利（包括生存权、安全权、自
由权、私有财产权和同等对待权）优先于对利益的考量。但他所列举的这些道德权利有哪一项
可以与利益剥离开来呢？换言之，所有的道德权利无不是对利益考量的结果。第三条指出公共
福祉优先于其他特殊的非道德的利益。但这却要问是谁的公共福祉和是什么样的公共福祉，因
为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现实逻辑下，不是常常有以维护正义和保护本国国民的安全而侵略他国
的战争在不断上演吗？可见，理论上的疏忽或漏洞将直接影响该理论的现实价值。

三、结语：一串散落的珍珠
    责任伦理虽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困惑，但它就像一串散落的珍珠，即使缺乏缜密的



理论红线将其连缀起来，也仍然不失那美丽、智慧的光彩。这种光彩既来源于它那博大深广的
爱，也来源于它并没有对人类失去信心，而是对人类寄予了无限的厚望。在全球问题日益突出
的今天，人类需要这种自信，需要这种爱去面对他所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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